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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考察齐美尔个性观在其生命哲学中的展开。以个性观在德

国思想史中的演变为线索，追溯了自文艺复兴经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再到十

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变化，集中讨论了尼采———作为生命

哲学的最初阐发者———的贵族理论是如何影响齐美尔的。尼采笔下备受推

崇的个体，在与世界整体相剥离之后，失去作为类存在的归宿感，这也是齐美

尔探讨现代个性如何持存的起点。齐美尔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艺术创

作之形式的转变以及个体生命时间的展开（尤其是死亡的意义）等不同的层

次上，对以生命为立足点寻求个体自我的统一作了深入论述。文章最后回应

了韦伯和卢卡奇对齐美尔的批评，笔者认为两者分别从理性主义和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反思了齐美尔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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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卢卡奇对德国十九世纪以降涌现的“生
命”（Ｖｉｔａｌｉｓｔ）哲学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生命哲学从根本上抽离了
对物质世界的客观把握，而完全堕入于没有根基的主观体验，使得个体
漂浮于现实的政治社会世界之外，并最终枯竭了改变世界的能力。生
命哲学起始于狄尔泰，突出对世界的感觉经验为知识的根本基础
（Ｌｕｋáｃｓ，１９８１：４３１）。通过感性经验而非康德式的抽象理念图式来捕
捉历史和现实世界，这是一条理解德国现代哲学的重要线索。而德国
传统下以韦伯、滕尼斯、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的历史学之
间的深厚渊源也大抵可见一斑。卢卡奇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批驳韦
伯和齐美尔各自对历史唯物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的批评，认为
他们皆是寄身（Ｐａｒａｓｉｔｅ）于魏玛帝国时代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
的代表。一方面，民主自由革命的能量在１８４８以后不断萎缩，使得十
八世纪的启蒙进步理念被不断怀疑；另一方面，对帝制主义时代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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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满及无力感，使得知识精英不再于外部世界去寻找行动的意义，
而是向内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哲学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历史图景
之中。
在卢卡奇看来，尼采是生命哲学最重要的阐述者，而尼采对齐美尔

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尼采和齐美尔的思想风格貌似迥异，前者显得
富有生机且具侵略性（ｍｉｌｉｔａｎｔ），而后者有一种离群式的孤傲（ｈａｕｇｈｔｙ
ａｌｏｏ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并 兼 具 自 满 的 犬 儒 主 义 （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ｔ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尽管如此，把握尼采却是理解齐美尔这种和世界疏离的态
度的重要线索。甚至可以说，齐美尔思想是尼采思想在某一方面走向
极致的结果。如何来厘定这条线索，正是本文所要重点论证的内容。
卢卡奇敏锐地指出，上帝死了是理解从尼采到齐美尔这条线索的最重
要的思想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上帝隐去并没有摧毁宗教的精神结构，
导致全面的世俗化，而只是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性的无神论（Ｌｕｋáｃｓ，

１９８１：４４９）。上帝隐去后留下的这一神圣的位置，并没有被抹平，而是
被至高无上的个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占据了，尼采对这一神圣的个
体主义有最丰富的论述。齐美尔更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形态、艺术
形式、个体存在体验等多个角度对个体自身如何成就意义作了深入
讨论。
尽管卢卡奇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对齐美尔的批评非常深刻，然而，齐

美尔的思想是否正如卢卡奇所言，侵染在“悲剧性的个体主义”情绪里
而缺乏道德深度？笔者认为，对齐美尔个性观的讨论或许将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在深入展开这一批判之前，本文将就齐美尔对现代个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生成的思想历史条件予以论述，并揭示尼采有关精神贵
族的讨论如何影响了齐美尔的个性观。早期的齐美尔从社会学角度对
资本主义世界组织如何从外在构筑了个体主义的空间作了精彩论述。
而晚期的齐美尔则直接从生命哲学出发，阐发了尼采的权力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他不仅从生命结构上，尤其是在死亡的意义上，论述了个
体意志（ｗｉｌｌ）能量的来源，直至从伦理上，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审美体验
上，论证了自我作为生命意义的支点的可能。

二、孤独、独特而内向的个体

个性是齐美尔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他本人的写作风格也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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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齐美尔的研究者用“印象派”来形容他片段的而非体系的写
作。１齐美尔的思想不断被引入讨论和印证现代社会片段式的、破碎的
生命感觉。２精神性的个体———如同“陌生人”一样———寄居在其无从
把握的、由分工支配的现代社会系统之中，他只是功能性地参与其中，
或是诗意地旁观（王利平，２００２：３９８－４２２）。３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文
化世界之间的无法调和，是现代文化最根本的冲突所在（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６８）。而主观的精神世界裂变为审美的、宗教的、科学的等等各种视
角，每个视角都有其意义，然而每个视角都缺乏某种绝对价值。批评者
往往因此认为，齐美尔的研究不乏发人深省的灵感，然而缺乏一个中
心，因为他没有能力做出终极的价值选择。如同印象派的画一样，齐美
尔的思想永远像是未完成的过渡状态。４齐美尔的思想是否真的过于
主观化而缺乏对终极价值的探索？这正是本文欲通过对其个性观的讨

论试图回答的问题。齐美尔认为，个性问题是理解现代社会处境的一
个最重要的切入点。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严格来说是十九世纪浪漫
主义兴起之后的西方社会，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体系高度成熟的阶
段。它是民主的社会，也是诞生原子式的个体主义的温床。个性代表
了从内在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它试图在扁平化的原子个体中创造出
深度。

１．将齐美尔的社会研究纳入任何一个学派都不是一件易事，因为齐美尔向读者呈现的是“一
个又一个对于个别的社会关系的印象”，而他本人亦与研究对象保持着一种美学距离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９２：１－３３）。

２．不同的研究都提及到，齐美尔的社会学观点或多或少地建基于其自身的美学取向，而且齐
美尔本身亦指出，短暂而碎片化的社会交流必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这同时反映其将社会研
究美学化（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意图。因此，若以美学视角来理解齐美尔，反而能得出一个完整
的图景。齐美尔的学生萨尔兹提及了齐美尔认为社会本身就如一件艺术品，处于一个非时间
性的空间活动，凭着去人格的劳动来运作，以及寻求统一的渴望（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９２：１－３３；Ｄａｖｉｓ，

１９６８：３２０－３２９；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７７：１８５－１９６）。

３．莱文也提醒我们，陌生人有别于“边缘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或“新生（ｎｅｗｌ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ｍａｎ）”，因
为陌生人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其中暗示了一种与社会既远又近的成员
制（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７７：１５－２９）。

４．这段评论出自卢卡奇于１９１８年发表在匈牙利报纸Ｐｅｓｔｅｒ　Ｌｌｏｙｄ上的文章。收入于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９８－１０２。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为齐美尔的印象派风
格做了有力的辩护，认为它并不指向相对主义，因为齐美尔抓住的片段体验，最终指向的都是
生命本身。所以齐美尔在独特个体身上看到的品质是特殊的，但又是某种绝对和永恒的。

齐美尔对个性的考察贯穿在他各时期的著作之中。个性是一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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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对个性的定义和接纳是不一样的。而齐美
尔阐述的个性，针对的是十九世纪个体主义盛行的情境。在“１８７０年以
来德国生活和思想的趋向”（西美尔，２００３：１８２－２３５）一文中，齐美尔指
出，自德国统一以来，工业的发展和物质的繁盛伴随着极端个体主义倾
向的出现。社会关系的扩大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纽带以及个人
的自我克制，尤其是弱化了年轻人对权威的尊重。一种没有节制的个人
中心主义蔓延开来，且伴随着各种盲目的模仿和疯狂的造神。齐美尔的
个性观针对的正是这种个体主义的问题。作为个性载体的个体是孤零
零的个体，不仅与任何基于血缘和地域而构成的共同体相分离，甚至与
作为一个普遍的类存在的人类群体相分离。这种个体和文艺复兴及启
蒙时代的个体都不一样。他出现的历史条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成熟。
在齐美尔看来，文艺复兴从内在和外在将个体从中世纪的各类共

同体中释放出来。彰显个性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然而，文艺复兴
的个性观注重的是比较和差异，“个体希望显得与众不同；希望能用现
有的形式将自己装点得更加出类拔萃”（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１７）。简而言
之，追求卓越是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观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还是提香，在他们作品中呈现的个体都没有背离理想化的自然。
个体之间的差异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上的，即在相互比
较中展现自己的出众（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８７）。
十八世纪启蒙后的个性观，关照的不再是差别，而是自由。重农学

派的经济学将个体对经济利益的渴望视为自然秩序的重要一环。卢梭
更是认为败坏的历史社会是个体自由的桎梏。对个体自由的珍视推动
了法国大革命，而这种精神最崇高的表达则体现在康德和费希特两人
的哲学之中。自我才是可知世界的承担者，也成就了道德价值的绝对
自主性（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１８）。然而，启蒙释放的个性是普遍意义上的，
它和十九世纪以后的个性有着本质差异。启蒙意义上的个性剥除了具
体的历史社会的特性，“人类从一切与他自然异质的条件中解放出来，
唯一留下的就是他之所以为他的那部分实质”（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２０）；
在齐美尔看来，这部分特质是整个人类共享的。譬如法国大革命中甚
至禁止工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具体权益而加入公会：因为这样一种结合
会限制工人个体自由（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７２）。所以十八世纪的个体观念
带有兼容并包的世界性（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作为道德承担者的孤独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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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自己承担整个人类自由的目标，个体和整个人类为了自由而奋斗
的命运之间是相通的。这样的个体和作为类存在（ｓｐｅｃｉｅｓ）的人类共同
体之间不可分割。正是借由与他人共享的“自然”、“理性”、“人性”之
光，个体洞悉了他的自由和他的自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认为卢梭笔下的孤独的自然人并不是

孤零零的现代个体。对卢梭来说，尽管他对个体的多元性有强烈的感
觉，但“独特”的个体在他的写作中仍然流于表面。当个体决绝地抛开
虚荣伪善的文明世界而返诸自身的时候，他探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内
在灵魂。“当人返归自己的心灵，牢牢把握内在的绝对性而不是外在的
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会发现善好和幸福的源泉，不断涌入他自身，他被
这股力量充盈着，向他人走去，并且对他人有了认同。”（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

２２１）可以说，当人返诸自身的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
类存在，而这部分的自然纽带在嘈杂浮华的社会世界中被遮蔽了。人
转向自我，却并没有陷入无所依傍的孤独之中，而是在静寂之中，挣脱
各类繁杂的社会关系，而感受到自己和人类全体的坚实纽带。这样一
种个性观，无疑带有很强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它和启蒙时代革命的政治
社会浪潮相契合。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最大的转变就是启蒙对普遍人性的担当式

微了。对普遍人性乐观态度的弱化有其现实基础，那就是现代资本主
义体系的成熟，生产过程更为复杂及进一步的非人格化，将劳动者完全
孤立在生产系统之内（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７３）。齐美尔对这个社会重组的
过程有极为精辟的社会学分析，他看到这一过程产生出的双重后果。
一方面，社会组织规模扩大并且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它促进了个体自
由，因为它减弱了我们具体的人身依赖，这体现在资本主义将劳动力从
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中解放出来（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５７）。和涂尔干论述得
一样，齐美尔看到，货币经济使得个人摆脱了对某个他人的依附的同
时，也使得个人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依赖性更加增强了。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通过购买商品和社会服务获得满足，货币是我们和社会体系交
往的媒介。这样一种依赖是非人格化的，它使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独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由。它和荒岛上生存者的无
所依赖（ｎ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截然不同（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３０２）。
另一方面，自由却要伴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在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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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家族、职业和继承的身份制以及种姓等将社会划分为小的社会群
体时，个体在许多的人生决定方面，譬如婚姻方面，没有太多的选择余
地，不过个体也并不见得感觉到太多的制约。因为只要社会身份相符
合，男性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女性作为自己的伴侣。然而，在现代社会
中，当传统的社会制约机制瓦解以后，可选择伴侣的范围大大扩展了，
因为等级、身份甚至宗教信仰都不构成限制，在最大范围的自由之中，
个体选择自己灵魂伴侣反而需更谨慎、更严肃，因而也更不确定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６９）。
资本主义因此催生出最极端的个人主义，那是原子化的个体，他摆

脱了共同体和类的归属，在体验到自由的同时也将感受到自身存在的
偶然性。关于这方面，最精辟的论述莫过于青年马克思。他比较了德
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指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最具创新性的论点在于
其确立了原子的质（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ｔｏｍ），这是强调原子运动必然性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的德谟克利特哲学所反对的，即使两者不约而同地将原子
视为一切客观世界物质组成的基本单位。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在组
成物质的同时，失去其特性（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无法在表象世界中显现”
（Ｍａｒｘ，１９７５：６２）。因此，在德谟克利特眼里，原子的本质是虚空
（ｖｏｉｄ）、不占有空间的，只有众原子组成表象物质时才能获取“质”，原
子组合是不可分（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的存在形式。若纯粹依据德谟克利特哲
学中的必然性时，原子必然（ｏｕｇｈｔ　ｔｏ）会完全跟随直线之规律运动，但
事实不然。伊壁鸠鲁从原子偶尔偏离直线运动这现象，论断出原子的
“质”（或可理解为“个性”）。伊壁鸠鲁进而论证，这“质”是使得原子偏
离直线运动而相撞的根本原因，而非反之（马克思，１９６１：１６－２４）。确
立“质”的存在，意味着原子中“存在与本质（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ｃｅ）和
物质与形式（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ｍ）的矛盾”（马克思，１９６１：２５－２６）。“本
质”和“形式”就如德谟克利特所言，是原子作为表象世界的基本形式的
必然，原子本身并无选择余地，而是机械地运动着的；“存在”和“物质”
则代表了———在伊壁鸠鲁论断下———原子能作为独立的形式而存在，
是一种独立的物质，与由其组成的一切表象物质对等。伊壁鸠鲁从此
引申出原子的自我和意识。在作为更大的一部分和自我的独立之中出
现了矛盾，原子因而为了逃离前者这“必然”的命运而偏离直线运动，从
而出现了和其他某些原子撞击的运动，形成了物质。简言之，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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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了原子作为基本存在形式的自主性和偶然性（ｃｈａｎｃｅ）。
从原子论出发，可以引申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在传统社

会中，个体就如德谟克利特理解的原子一般，无法独立存在，其意义必
然是在于作为更大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有机整体是不可分割的，而个
体的命运亦是必然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体获取更多空间和
自由，个体内在形成了自我和个性，引致个体和整体的对立。有机整体
不再是个体的归属，个体能有意识地反对自身必然的命运，因而各自变
成分散存在的单位，社会组织的形成亦趋向按照个体的主观意识而出
现。在此前题下，马克思看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原子的 “质”和现
代个体的“个性”的模拟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模式的启示性。马克思
（１９６１：２－３）在“序”中写道：“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说句真话，我痛
恨所有的神灵。’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
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
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这是青年马克思对原子
社会中自由的期望。
而齐美尔更进一步地指出，原子个体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系统由抽

象原则构筑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最大的紧张。在他看来，以纸币为媒
介的货币经济得以充分实现的条件是社会互动变得更复杂也更稳定。
这只要对比一下中世纪就一清二楚。在中世纪经济活动中，金银或是
其他拥有具体价值的货币不可或缺的，因为经济活动仍然是不稳定而
散漫的。纸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沟通经济活动的时候，起关键作用
的是对货币的心理预期（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１７２－１７３）。而这样的社会系
统与原生形态的共同体完全不同，因为个体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也无法自然地理解它。所以齐美尔才说，货币经济构筑的现象世界，只
有借助于我们的智识反思（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现实。货币
作为沟通物质交换的工具，实现了最抽象层面的交换。货币是一个具
体商品，然而它没有任何特殊性质，这使得它可以和所有物质交换。借
助货币实现的每个当下的具体的交换活动，只有在整个货币经济的一
般规则的支配中才能体现其价值。这种关系，好比现代个体与世界的
关系。虽然个体与世界的互动体现在每个当下的片段之中，然而其整
体意义却只有借助于个体的精神活动才得以呈现。可以说，现实感并
非来自于现实，而来自于主观认知（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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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因为生产组织的复杂化，个体无法直接地理解他身处其
中的社会世界，而必须借助更为发达的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才能把握
世界运转的逻辑。这样的外在世界，不再是我们脱胎于其中的共同体，
表现为非人格化的生产系统，它缺乏个性（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如果说，
个性意味着个人或者事物遵循自己独特而排外的生存方式，那么十九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极端缺乏个性的。机械的工作与创造性的艺术
不同。严格说来，艺术作品只需要一个人的投入，但必须是全身心的。
它对作者的回报就在于能够最彻底地表达他的人格（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

４５５）。然而人格与作品之间的这种关联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消失殆
尽。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产品能够被普及的重要原
因，就是因为文化产业是在劳动分工中完成的，它们不再吸收创作者的
个性，因而它们没有个性。这样的世界是扁平的，非人格化的，它让彼
此能够在普遍理性的智识层面相互理解，因为它将蕴含冲突可能的个
性之棱角打磨殆尽了（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４３２）。
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才有了浪漫主义向内寻找生命意义的努力。

当然，在德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还因为经历了１８４８年以后民主革命
的彻底破产。正如卢卡奇所言，浪漫派个体主义的兴起，是民主革命在
德国失败的结果。“因为外在的进步无法企及，所有的动力都转向灵魂
内部，德 国 很 快 成 了 ‘诗 人 和 思 想 家 的 土 地’，一 种 内 在 气 质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无论在深度、微妙感还是力度上，都超过了其他地方。”
（Ｌｕｋáｃｓ，１９７４：４３）齐美尔看到，十九世纪的个体主义，经由施莱尔马
赫和浪漫派的推动，将自我作为价值的基础，然而，这个自我，无法在任
何的外在事物中找到其支撑点。他因此也不再能够感受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存在，“一切和他者的关系，都无非是自我最终抵达自身这条道路
上的经过的站台而已”（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２３），内在的探索成为十九世纪
个性的新的方向。其在艺术上的体现，最早则是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
学习时代》。在歌德的小说中，世界的展现依托于特别的个体，尽管这
些特殊的个体仍然显得类型化。然后这些类型化的个体的光芒是内在
的，他们彼此不同，他们独特的生命之声（ａｃｃｅｎｔ）相互碰撞。而小说的
魅力正在于展现了这些与众不同的灵魂之间的沟通。
可以说，十九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因为小说成了表达孤独之个体最

合适的艺术形式。对这一条历史线索，卢卡奇在１９１５年出版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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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有深入阐述。他指出，古典史诗中的人物缺乏个性，因为个体
与世界的统一，个体对城邦有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的归属感。用涂尔
干的话来说，其高度的社会团结来自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同质
（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由此引申出他们对总体的自发认同。个体为城邦服务
的同时，也是为自己服务；城邦的衰落亦是个体的衰落。一切主观意识
与客观世界都是一个浑沌而闭合（ｃｌｏｓｅｄ）的整体，无法互相分离。在
世界之中的个体缺乏个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纯粹是一个平面（ｆｌａｔ）的存
在。然而，这种缺乏个性的个体反而活得更满足。因为个体主观意识
要求的正是客观世界能提供的，不多不少；世间规律（ｒｈｙｔｈｍ）达至平
衡，万物之间达至协调（ｈａｒｍｏｎｙ）。在心灵如此满足的时代，个体能在
客观世界得到一切主观所渇望的。齐美尔也同样指出，希腊人的主观
意识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建立在对客观之在（ｂｅｉｎｇ）的感知之
上，他们把握的是整全的宇宙（ｃｏｓｍｏｓ），并对其满怀敬意。智识对世界
的探寻，并不是无目标的，它最终的方向完全是由涵纳万物的、自足的
永恒之在（ｂｅｉｎｇ）而决定（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３６）。
然而，现代社会的分工彻底打破了整全的世界。分工意味着个体

只是片面地与世界发生关系。个体之间，如同分散的原子一般，令自身
感受到作为一个更大的存在之一份子的连续性（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将不复存
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异化，甚至对彼此产生厌倦和敌意。每个独
立个体所渴望的不再一致，而世界亦再不能向其提供目标。世界亦不
再是个体的故乡，这是一个无乡（ｈｏｍｅｌｅｓｓ）的状态，从此灵魂所属之地
皆在世界以外。对于这些散落的原子个体来说，外在的世界是界限，而
灵魂渴望摆脱这个界限。
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精神家园，将客观世

界为个体套上的束缚予以消除（ｗｒｉｔｅ　ｏｆｆ），使个体在小说世界中，亦即
精神创造的世界中，能再次与另一个个体，甚至整个类存在或世界达成
统一。然而，小说达到的和解实际上是虚构的。它以虚构的形式，极致
地表达了现代个体在意识上体验到一种断裂，即客观世界的惰性
（ｉｎｅｒｔｉａ）和主观意识渴求之间的不一致。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世界是互
相分离的两部分，之间必然牵涉障碍、困难和冲突，然而恰恰是这种形
式令小说世界以外的个体（即作者和读者），在小说主人公与世界相对
抗并自我实践的同时，最终能和小说中的世界达成共鸣而得到自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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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这就是小说的反讽（ｉｒｏｎｙ），能使脆弱的世界自我纠正，使个体与
整体的关系在感觉上逐渐趋向一种有机的状态。５

５．小说的虚拟世界成了现代个体灵魂的故乡，如卢卡奇所言，“小说中具有主体（即创作者或
艺术家）先验上的渇求、并发其写作动机的形而上的苦难，以及其在作品务求作出对现世形式
无可憾动的运作轨迹的呼应，三者之间的完全对应和汇合”（Ｌｕｋáｃｓ，１９７４：４０）。

可以说，小说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原子内在精神世界的无限扩展，它
是十九世纪个体主义的必然后果。用齐美尔的话说，这是一个无限扩
展并具创造力的灵魂。它不可能存在于古希腊的世界。因为在后者那
里，灵魂的运动始终受制于宇宙的节律。对永恒之在的探索、敬畏和
爱，而不是灵魂的自由，才是柏拉图精神之爱的实质。这个有深度的灵
魂只存在于现代社会，它对应的恰恰是共同体的瓦解和普遍意义的缺
失。原子的内在是活泼的生命运动。齐美尔认为，失去了整全宇宙之
支撑，现代人的生命感体现为活泼的富有生机的运动（ｖｉ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２３８），它不断变换，它的节奏是常新的，与希腊人依从
的永恒截然不同。灵魂不再能从瞬间的时刻里面把握永恒之在，它能
捕捉的只有这个瞬间。这样一个运动着的，甚至是躁动不安的灵魂，源
源不断地从内在创造意义。尽管在希腊人眼里，这样的个体过于肤浅
而短暂，他感知到的只是瞬间意志的投射。而在现代人看来，只有灵魂
内在的独特之光才能赋予世界意义，当它延展为一种普遍时，它的意义
感不断被稀释。
这样一种孤独、独特而内向的个体，在齐美尔看来，是十九世纪现

代性危机的表现，但也蕴含着一些新的可能。在面对这一处境时，经典
社会思想家探索不同的出路。比如，马克思希望通过革命和现实的政
治手段恢复人类原初的、未被异化的社会性的存在；涂尔干则是希望在
现代社会复杂系统的连带中找到平衡个体自由和社会团结的可能；齐
美尔则以最反社会学的方式，试图基于个性如何可能这个角度，来纠正
个体主义的危险。这是齐美尔生命哲学最根本的思考，也是他从尼采
那里继承的思路，即通过塑造个体精神来反抗个体主义。尼采关于精
神贵族的讨论直接影响了齐美尔在个体精神中洞悉普遍意义的取向；
而且，齐美尔还更进一步地从生存结构本身探讨了作为生命最根本动
力的来源的权力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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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齐美尔在《叔本华和尼采》一书中，显然对尼采表达出了更多的认同，尤其是受到尼采的贵族
论和人性论的更大的启发，从原本的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斯宾塞主义转到新的定位。齐美尔甚至
对尼采表达一种同情，因为他认为太多所谓 “享乐式的尼采主义者”曲解了尼采的本意。而对
于叔本华，齐美尔则批判地展示出他的意志论、伦理、悲观主义和艺术观。在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８７：９０６
－９０７）对此书的响应中，他提到读者不应把此书看作为纯粹齐美尔对这两大哲人的评论，而是
他如何从两人的思想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如对于个体、生命、美学、普遍伦理和社会的
想法的思想轨迹。帕尔特盖（２０１６：４１４－４３７）亦指出，此书是齐美尔将个体观槪念化的一个突
破。无论如何，这本书必然是理解齐美尔哲学和社会理论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

７．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也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三、精神贵族和普遍人性

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存在，如何找到生命的立足点，得以成就自己的
个性，既不堕入狂热的模仿，也不拘泥于自我中心，齐美尔对这一问题
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采的影响。首先，必须找到生命从内部不
断推动自己、超越自己的能量。尼采的权力意志说（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给
了他很大启发，而尼采本人的思想则直接受到叔本华的影响。６意志如
同推动机器的能量，可以理解为每个单次行动的动力，然而我们无法理
解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行动。在齐美尔看来，叔本华
对意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定义，从而揭示了为什么意志能够推动不断
的行动。他说，意志“表达了一种深层的黑暗的感觉，它让我们感觉到
自身的无限，自我的无限，虽然生命展现的内容是有限的”（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１：２５）。这是一个基本的超越自我的直觉，也正是叔本华所谓的普
遍意志（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ｉｌｌ）。个体因为拥有普遍意志，所以能够在每个当下
体验到无穷尽的可能，也是超越当下的可能。齐美尔认为，这是叔本华
将费希特关于自我的哲学予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费希特看到了在纯
粹经验自我的每个当下的行动中蕴含着一种超越当下的动力，正是这
种无限而绝对的能量承载了我们有限的经验（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２７）。普
遍意志就是这种无限而绝对的能量。正是这种能量推动着我们理性的
认知，因为意志渴望的对象并不是理性设定的目标。相反，行动的目标
来自于生命内部源源不断的意志或渴望。目标不过是意志表达的合理
化。这是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的挑战，它认为理性并不
是客观世界的原则，而是存在的衍生物，它是可以被真实的生命接受或
者拒绝的一种思维形式（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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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体内在的生命力却与个体在形而上学层面无差别的统一
构成了叔本华思想中最大的矛盾。齐美尔认为，叔本华的思想过于陷
入形而上学之中，没有给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留下位置。叔本华看到的
是自我和他者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统一。所以，孤独的个体在叔本华看
来不过是意识的幻像。而所有人本质上的同一才是存在的实质，其根
源在于生命本身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造就差异的根本目的。齐美尔
用形而上学的民主（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来形容自我和他者无差
别的同一（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０）。孤独的个体对叔本华来说不过是现象
世界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的表象，并不是存在的必然（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４０）。
可以说，自我不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它缺乏内在的独立 （ｉｎｎ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使得它可以和世界相对立。因此，叔本华提出的救赎
之道，是洞悉现象世界的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和本质世界的统一这样的两
重性，从而摆脱现象世界的痛苦。他进而提出了审美的救赎与伦理的
救赎，前者意味着个体能够在想象中忘掉自己，而沉浸在物的理念之
中；后者意味着取消个体和他者之间的差别，让灵魂放弃它对自我的执
着，而回归到纯粹的无（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４１）。齐美尔因此认为，叔本华
缺乏面对真正的道德处境的勇气，因为他过于轻易地否定了一个最艰
难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原子化的个人的存在，“个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
自我中心的小宇宙”（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１５）。

８．对歌德来说，人性渗透在一切有关人类事物之中，它使我们在所有冲突中，甚至在所有分隔
人类世界的障碍之中看到统一。而这个人性必须被充分发展。 从人性的根本统一（转下页）

而尼采则完全不同。普遍意志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推动力，而是具
体地扩展生命的能量。无论是贵族的精神，还是理性的力量和善意，或
者信仰和美的伟大，只要这些价值将人类不断地向上托举，使人类的生
命力更丰沛，它们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且，这个能量来自于个体内
在生命本身，“脱离于社会过程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

１４５）。尼采认为，生命的展开必然以高低分化为特征，在各个种类的生
命演化的进程中，它们展现的是或快或慢的进步，而只有最高的生命形
态能够最充分地展现生命力（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０）。这个最高形态，未必
体现为社会，而是体现在独特的个体身上。在齐美尔看来，这是一个很
特别的视角，因为它将个体和人性关联起来，而并不认为人性与之对应
的是人群。这个视角和歌德类似。８齐美尔认为，尼采较叔本华更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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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对了个体主义的处境。个体在现代的分化，以及劳动分工导致的
个体化，已经深深地渗入于我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在文化的部分领域，
这种个体化和分化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使我们的人格变得十分脆弱，我
们如此孤立以至于无法听懂彼此的言语（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５２）。当个体
面对这种处境时，要么感受到个体化难以承受，从而转向社会主义，９

要么寻求更大程度的个体差异，希望能够唤起更多元的刺激。尼采希
望在这两种可能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能。他并不幻想通过恢复社会纽
带来处理这个问题，也不认为多元文化是解决之道，而是提出了和原子
式个体主义不一样的个性。“尼采关心的不是社会，也不只是单纯的个
体。他强调的个体既不是社会的一份子，也不是面目无差别的个体。
他寄希望于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个体，通过他们人性的价值能够不断进
步。”（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４７）这样的个体是有个性的，它代表人类历史的
高峰，他和原子化的普通人之间有深刻的距离。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精
神贵族。

（接上页）来看，一切从社会伦理角度的努力———试图在自我和群体之间或者群体和群体之间
架起桥梁，那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歌德才会批评圣西门的追随者，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明白，只
有当个体能够关照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他才能够顾及到全人类的幸福（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４５）。

９．齐美尔本人也对各类庸俗社会主义展开过批判，认为很多参加者不过是病态地渴望一些新
的体验，他们身处一个堕落而充满刺激的社会，对各类革命的理念有本能的亲近；或是出于一
些奇妙而女性化（ｅｆｆｅｍｉｎａｔｅ）的精神状态，而模糊地渴望一种兄弟情谊（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２：９）。

１０．因 此，这 种 力 量 带 来 的 占 有、伤 害、征 服、压 榨 和 剥 削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ｎｇ，ｉｎｊｕ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ｂｅｉｎｇ　ｈａｒｓｈ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都是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
和善举（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０１：１５３）。

精神贵族并非在政治上拥有统治权力的贵族阶层或者甚至任何带

有物质内容的存在，而是在精神上（ｐｓｙｃｈｉｃ）超越平庸者的人。贵族的
正义即来自于他的高贵，而高贵体现为强壮、直接和富有生机的力量。
高贵对平庸的征服，并不依托于外界力量，也不是政治性的，而纯粹因
为它展现了更强的生命力量。１０而道德的起源就是贵族为了彰显自己
（ｈｏｎ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ｇｌｏｒｉｆｙｉｎｇ）———这个“人”，往后变成这个“人”做的
“事”。贵族的高贵不同于社会美德意义上的“好”－即“有用”和“奉
献”，而是一种最原初和自然（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的贵族气质，即“位
高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持续而根本的优越感”（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０８：１２）。
因此，贵族精神即是力量的追求，在物理世界实行力量的统治，在精神
世界追求力量的不断突破，这是尼采反复提及的权力意志（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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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贵族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突出表现在尼采的《超善恶》的论
述之中。尼采认为，原子化的个体并非没有社会性，普通人更倾向于因
为需要而结成群体，个体的合作纯粹为了回避大自然的危险。因此，如
果群体要发挥效用，其成员必须能达到互相理解和交际的能力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但这同时必然牺牲任何例外和难明的意念和事物，
令群体中的个体变得普通和平庸，活像一个羊群（ｈｅｒｄ）。然而，贵族本
能上追求洁净和神圣（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ｏｌｉｎｅｓｓ），前
者令贵族难以忍受平庸而凡俗的群体（ａｌｌ－ｔｏｏ－ｈｕｍａｎ），后者则使贵族
只对自身臣服（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０８：１６７）。因此，贵族自然是独立于群体
以外的孤独的个体。孤独是必须的，它能把贵族和面目无差别的群体
隔绝开来，不受污染和同化。贵族与平庸、主人与奴隶、善与恶等二元
间的距离是必然的。而对高贵的定义，也必然具有反社会学的倾向。
高贵与否，在于其个体内在的维度（ｉｎｗａｒ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而不在于他行
动的效果。在论述尼采的时候，齐美尔强调，如果把伟大的人的价值定
义为他外在的行动的效果，那是最大的误解。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
与众不同，在于他比一般人杰出，而不在他行动产生的可见效果，虽然
他有可能撼动整个世界。尼采反对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伟大，
因为社会关心的永远是行为的外在效果。社会无法触及个体的精神内
在，在精神内在的角度来说，个体就是他自己，并不和他人相关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６４）。齐美尔认同的，正是尼采所秉持的这—与通常
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不同的道德基础，即价值的判断不是与他人相关的
行为的效果，而是只对他自己有意义的存在的本身。
可以说，尼采所言的贵族首先是一个体，其个性就体现在不以外在

的社会价值为目标。他超越于常人之处，在于他拥有不断自我提升的
能力，这是他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首先是力，而非理性思维。海德格
尔在解读尼采的时候指出，权力意志从字面解释是由权力和意志两大
部分组成，两者合成则成为追求权力的意志。他同时指出意志本身已
经是力量的泉源，所以权力意志应该被理解为“它自身带有力量，并以
此推动自身前往力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９１：４２）。权力意志的核心并非
单纯的追求（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奋斗（ｔｏ　ｓｔｒｉｖｅ）或主观的渴望（ｔｏ
ｗｉｓｈ），而是作为推动个体连续行动和前进的一种最原本（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的
权力（ｐｏｗｅｒ）、力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或能量（ｅｎｅｒｇｙ）。显然，权力意志并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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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个体的理智，它甚至是对理智化的批评。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
书中谈到，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的资本主义，它的运转逻辑，只能通过
理智去把握，虽然情感上对它没有归属。尼采认为，科学的兴起使人类
自以为通过理智进入了比宗教社会更高的层次、个体变得更自由的阶
段。然而，科学支配下的个体从未挣脱枷锁而得到自由精神（ｆｒｅｅ
ｓｐｉｒｉｔ），他们仍是受客观现实支配的人，他们仍是没能力创立自我道德
的奴隶。尼采以 “Ｍｉｓａｒｃｈｉｓｍ”（意指对政府带有厌恶）来形容科学主
义者，因为他们将客观现实相对化、民主化，并将绝对的善与恶的边缘
模糊（ｌｅｖｅｌ　ｏｆｆ）之，使作为自然之善的贵族、主人、超人或权力意志受制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０８：５２）。理智缺乏一种对客观世界主动及解读性的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能力。
权力意志因此必须是一种积极的能量，一种对自身完全支配

（ｍａｓｔｅｒｙ）和命令（ｃｏｍｍａｎｄ）的力量。海德格尔在解读尼采时，用多个
词语来形容它，如果断（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坚定（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和服从的典
范（ｐａｒａｇｏｎ　ｏｆ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９１：４１）。尼采多次将意志形
容为一种事物原本的感染力（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ｆｆｅｃｔｓ），或曰激情（ｐａｓｓｉｏｎ）和感
觉（ｆｅｅｌｉｎｇ）。感染力作为意志对人的鼓动和理性的攫取（ｔｈｅ　ａｇｉｔａｔｉｎｇ
ｓｅｉｚｕｒｅ），是积极的能量来源；激情作为意志对人的长久支配，长年潜藏
心底，清醒（ｌｕｃｉｄ）并顽强（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利于人将自身展开（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且提升（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ｕｔ），达至一个人对自身完全操控并能对世间万物仍
保持处之泰然的状态（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ｗｉｌｌ）；感觉作为意志对自己的促进，因为当人感觉到自身和目标
的距离和差别（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意志才有方向前进。简而言
之，权力意志是人对其自身能够成为比现在更强、更有力量的存在的一
种坚信（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

１１．齐美尔看到大众接受的尼采恰恰就是这个形象，所以尼采的最大影响反而是肯定了一种
空洞的个体主义（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２：１３）。

无疑，权力意志是情感性的，因此它常常被误解成是没有节制的主
观意志的表达。１１而齐美尔在尼采思想中所洞悉到的个性，恰恰不是纯
粹主观的。相反它具有普遍的伦理意义。齐美尔指出，尼采认同人性，

但人性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众人才能体现人性。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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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可以存在于人性之中，而人性是个体价值的衡量标准。尼采不同
于Ｓｏｐｈｉｓｍ，在后者那里，只有内省的个体能够找到自我，对尼采来说，

个体对自我的发现伴随着他对人性发展或是衰落的认知（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１：１６１）。可以说，真正有个性的人，即贵族，恰恰最不沉浸于自我世
界，他对待自己同样严格，因为他用整个生命的尊严感来衡量自己的价
值，而不是根据处境或者自己的喜好来行动（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６２）。１２这
样的个体拥有一种和生命进取貌似冲突的禁欲气质，因为他不会将主
观的快乐痛苦与否的体验作为是否值得的标准。齐美尔援引查拉图斯
特拉的话说：“我要的是快乐吗？查拉图斯特拉问道。‘我要的是工作
……自由意味着对压力、艰苦的工作、匮乏，甚至生活更多的无动于衷
……我对自己完全无所谓；我不希望从我的认识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我
也不想避免有可能从中带来的不利。如果一个人要的是幸福，那他只
能属于那群精神贫乏的人。’”（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６７）个性代表的不是恣
意，不是感官的放纵，而是生命成长富有活力的状态。当生命不断攀升
的时候，它会更自律而严肃。

１２．齐美尔将此形容为，“贵族精神体现在能够客观地对待对手的反对意见，能够公平地论辩，
而不被拖入主观的情绪风暴中”（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６２）。

所以，贵族精神带有严肃的道德意味。至于贵族和人群的关系，贵
族对于外部社会保持一种漠然（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的态度。然而，贵族代表的
精神个体却提升了整个类存在的活力。齐美尔认为，尼采带来了一种
新的道德观，一个时代或是一个文明的伟大并不体现于社会意义上的
平均人，而体现于一些特殊的个体，比如米开朗琪罗，比如贝多芬。“如
果将贵族精神的原理推到极端的话，我们会认为人性的客观价值一定
是由一些最杰出的个体表现出来的，而大众体验到的痛苦、压迫甚至停
滞可能是人性上升的某种代价。”（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１６２）这是和民主社会
以一般人的幸福为目标的福利观念完全不一样的道德观念。

这样一种观念有其危险之处，然而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一个伦理基
础。在齐美尔看来，尼采比叔本华更具道德感，因为他能直面个体主义
的现代处境，而不是诉诸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统一而将这个问题取消。

有深度的个体灵魂是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他和另一灵魂之间的隔绝，

并不能通过任何简单的社会团结的方案来挽救。尼采恰恰是通过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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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高度的个体这一努力来克服个体主义的问题，这一取向被齐美
尔接受了过来。齐美尔认为，尼采首先是一个思考道德生活的人，而同
样在他自己展开个性讨论的时候，最终回应的问题也是什么样的自我
具有伦理力量。在齐美尔的生命哲学中，个体有一个从内在不断推动
它向前的能量，然而它并不源于万物生命生长这一客观精神。齐美尔
对生命的理解不是进化的、扩展的，而更像是存在主义的。对他来说，
个体生命表现为破碎的、片段式的，缺乏根本意义的，而这是它最真实
的状态。然而个体也能从内在产生超越偶然性的渴望，它赋予生命整
体意义，并成就尊严。

四、死亡和生命意志

１３．这种关系也反映在哲学思想中，那就是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它同样首先将
自我和客观世界分离，并进而退却到内省的自我之中，通过自我意识再度把握和世界的关系，
并且认为这样一种关系更亲密更真切。

　　对于尼采来说，精神贵族与世界的关系是其对后者在某种程度上
的漠然（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但却不是陌生。然而，对于齐美尔来说，自我和社
会的疏离和陌生化是更极端的现代处境。他认为审美体验营造出来的
疏离感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形态。审美体验产生的一个心理作用，就是
让我们沉浸在美的体验之中，而别无所求。我们在面对美的对象时，它
存在于我们的沉思之中，有一种距离感，让我们不去触碰它（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７８：７３）。现代人与世界关联的方式就是审美体验，比如，我们渴望将
远方的事物带入艺术，它们既满足了我们寻求刺激的需要，同时又和我
们最私人最直接的兴趣保持距离。这些遥远而奇妙的念头对现代人脆
弱的神经来说是一种安慰。可以说，这是对现实的逃避，但它也是现代
人进入现实的方式。现代人对一切片段式的、隐喻的、象征性的以及残
缺的艺术风格有一种迷恋。这些形式创造了一种镜像，通过它们我们
得以窥见现实，然而又和现实保持了距离。“它们‘在远方’对我们诉
说；我们和现实之间的接触不是以直接而自信的方式，而是用指尖触碰
它，然后迅速地抽离。”（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４７４）１３通过与尼采相比可以看
出，现代人的审美体验很少表现为积极的肯定，“一种积极的品味，生机
盎然的肯定，令人振奋而无保留地拥抱自己所爱，总而言之，一种积极
地去占有的能量，是绝对缺失的”（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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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与现实世界之间扭曲的陌生感，是现代个体最基本的生
存体验。对于这样的自我，它体验到的世界是片段式的、残缺的，也是
无意义的。那么，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吗？它能够像精神
贵族一样拥有个性吗？齐美尔认为不断超越自我的意志仍然是这一问

题的关键。然而，生命意志不再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它究竟来自于哪
里？齐美尔认为，只能从生命存在的内部结构中去寻找这样一个可能。

１４．齐美尔对死亡的思考在一战前夕特别显着，这也是他后期思想诞生的场景，而他对死亡的
论述甚肯定了士兵在战场上的犠牲。因为德国无法预知战争引领的未来如何，但这种不穏定
反而在战争中创造了更强的生命力（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ｘｘｉｖ）。

１５．海德格尔曾经对齐美尔后期的作品大为赞赏，甚至将齐美尔的“四个形而上的章节”称为
自己哲学生涯的起点。海德格尔哲学中，最著名的“此在”，作为投射出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当
下”，正是受到齐美尔的“生命本身作为更多生命”的思想启发，即便海德格尔最后反对了齐美
尔的哲学用语，例如 “生命”（ｌｉｆｅ）和 “观点”（ｖｉｅｗｉｎｇ）（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ｘｘｖ－ｘｘｖｉｉ）。

死亡是齐美尔后期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生
命事件。１４因此，可以说，齐美尔的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产
生了直接的影响。１５回到费希特－叔本华的问题，什么是推动生命不断
向前而不局限于当下的力量，什么使个体感受到某种无限的可能？对
尼采来说，是权力意志，是个体对更壮美的人性的追求。齐美尔则认
为，是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这一自然而必然的事件。我们的意识活动
是一个接一个的片段，这些片段的内容是不连续的，更不是一个整体。
将片段的意识连接成一个连续的过程是意识在另外一个层面的活动。
“必须有一些内生的、向前推动的能量（至少是类似能量ｅｎｅｒｇｙ）的东
西，推进我们的意识”（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１），它并不存在于我们当下的、
片段的经验之中。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生命激荡（Ｌｅｂｅｎｓｂｅｗｅｇｈｅｉｔ）”，的
感受。它让我们觉得生命有一个过程，正在展开，使得我们感知到生命
作为整体和生命在每个当下的差别。这个能量并不来自于别处，恰恰
来自于死亡本身。“如果我们永远活着，那生命很可能只是和它的具体
的内容和价值混淆在一起，我们将丧失真正的生命冲动（ｉｍｐｕｌｓｅ）。正
是这冲动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每个具体的片刻之外来知晓我们的生命，
并且感受到某种无限。”（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１）可以说，死亡给了我们某种
必然的确定，使我们体验到生命的偶然，它的转瞬即逝，并感受到这种
骤然而逝的片段的反面，即某种必然和绝对。我们得以能在片段之外
感受到生命作为整体与生命每个片段的差别。我们因此获得了某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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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生命感。因此，死亡恰恰给了我们对无限的感知。
当然，死亡的意义与我们认知死亡的方式密切相关。只有当我们

看到，死亡并不是偶然事件 （比如被杀），不是从外部对生命的突然中
止，而是从生命起始就塑造它整个过程的一个最深刻的事件（Ｓｉｍｍｅｌ，

２０１１：７０），死亡才能够让我们感知到无限的力量。以莎士比亚的悲剧
为例，悲剧英雄在他们开口的刹那，我们就可以感知到死亡的氛围，死
亡是他们的结局。但它并不表现为一条模糊混乱、无可名状的线索，也
不表现为威胁性的命运（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ｆａｔｅ），而是深刻的必然。它使整
个生命内在的丰富的广度获得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和世界的某种必
然之间紧密相连，它使生命的偶然片段变成命运的事件（ｆａｔａｌ　ｅｖｅｎｔ）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６５）。对死亡精确的把握，也正是齐美尔认为伦勃朗的
最伟大之处。他说，伦勃朗从深层次描摹了死亡的现实，这反而使他的
作品比起明亮的鲁本斯来说更充分地捕捉到了生命感。死亡并不显得
像一曲哀歌那样充满情绪性。只有当死亡是一个外在事件，是对生命
的突然中断，它才是恶意而令人惋惜的。在此背景下，生命要么就是对
于死亡的英雄式抵抗，要么就是抒情式的顺从。而这样一种诗情而感
伤地面对“死亡之舞”（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的态度不是伦勃朗的态度。
因为伦勃朗向我们展示了死亡从一开始就伴随并渗透进我们的生命，
是生命的有机部分，是生命最大的确信（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７１－７３）。单
纯的、脱离死亡的生命，是最狭隘的生命，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７４）。这一点只要对比鲁本斯与伦勃朗就可以明显地
看出来。鲁本斯的画比伦勃朗更明亮，没有那昏暗的、沉默的阴影，显
得更加充盈、无拘无束且更有生命力，然而恰恰如此，鲁本斯对生命的
表现更加抽象。
对死亡必然性的认知会推动个体对超越偶然性的追求。齐美尔指

出，在世界之中的孤零零的个体是偶然的，因为它和世界之间缺乏统一。
联系它们的是一些纯粹偶然的线索，它遮蔽了自我在世界之中的位置，
甚至使得个体无法了然自己的动机。齐美尔洞见到，这是个体生命最根
本的偶在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当我们叹息折损的天才、错置的能量，和一些
无法言状之命运的纠结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偶在性。它解释了为
什么我们渴望脱离人世的一种永恒，为什么我们总是被离乡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失落、漫无目的甚至深层的无助这样一些感觉牵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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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尔认为，存在本身是超越于历史的（Ｓｕｐ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因为它先于某个
特殊个体的存在。然而，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根本上是历史性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因为个体被骤然扔进（ｈａｐｈａｚａｒｄ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了这个世界，其充
其量只能去适应它而不是完全把握它（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７）。偶然性是原
子存在的现实，也是生命使我们最困惑最挣扎的缘由。

１６．弗里斯比（１９８５：４９－６７）和内德尔曼（１９９１：１６９－１９３）同时深入展开了齐美尔个性观与现
代化的社会关系，即以时尚作为个性形式，个体从而抵抗客观文化对自身的压迫。然而，两文
的侧重点在于规范社会学的领域中讨论，但将齐美尔的个性观在生命哲学层面的阐述，在社
会学界仍然匮乏。

１７．李凌静（２０１６）指出，齐美尔笔下之现代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是来自货币的纯粹经济价
值，而这种“价值”是完全去除个体价值的形式。

当个体的偶然性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时才被感受得最

充分，１６这是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讨论的问题。１７而对偶然性的妥协
产生了两种生活态度：或者是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即接受价值多元和
相对，缺乏对最终极价值的确信；或者是成为一个对什么都厌倦
（ｂｌａｓé）的人，不断地追求短暂的感官体验，并因而对所有事物缺乏兴
奋而无动于衷（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８：２５６－２５７）。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作为统
合我们经验的中心，在上述两种态度中都是缺失的。它们体现为对偶
然性的屈服或是顺从。这同样也是审美主义的问题，回到叔本华提出
的审美救赎的方案，齐美尔认为，意志在审美体验中沉寂（ｓｉｌｅｎｔ）了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３）。而一个面向现实的人与一个沉醉于审美体验中
的人的根本差别在于，“被审美动机支配的人，他们不同于艺术的创造
者，因为后者的创作劳动，必须靠无穷丰富的意志来推动。审美的人，

缺乏持续、坚定而不屈服的意志”（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３）。他们生活在短
暂的片刻体验之内，挣扎于各类矛盾的感觉之中，他们屈从于外界事
物，因为他们缺乏一个确定的自我。

只有拥有顽强意志的人，才不会沉沦于生命的偶然性之中，这才是
真正的个体。与尼采一样，齐美尔认为意志是自我的发动机，所不同的
是，齐美尔认为意志的能量来源于人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死亡不仅
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且是一个绝对的对自我意志的否定，它
引发意志的不满足性（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这才是生命的动力，它推动我
们突破短暂的生命体验。它将我们带到时间性的片段之外，使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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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生命整体意义的强烈渴望，它将克服偶在性作为自己的目标。生
命至此在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我们被宇宙的动态机制（ｃｏｓ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所左右，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偶然性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
不得不服从它的安排；另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个体存在有一个自我的
中心，它是自成一体的自我的责任感”（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７９）。有这样一
个自我的支撑，生命的偶然性不再是单纯的灾难性事件，而变成了我们
接受的命运（ｆａｔｅ）。注意，偶在变成命运，并没有在根本上取消它的偶
然性，因为命运时刻提醒我们，它不会顺遂人意，我们无处不在它的支
配之下。这个命运与悲剧中展现的命运不同，因为悲剧中的命运，本质
上不是偶在，而是必然（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否则，悲剧英雄的失败就失去了悲
剧感 （ｔｒａｇｉｃ），而只会让我们感受到哀伤（ｓｏｒｒｏｗｆｕｌ）。１８可以说，悲剧
中的的命运，是外在于自我的一种规定性。齐美尔在米开朗琪罗的作
品中看到了悲剧性的命运，认为其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即世界是
个内生的客观存在，它独立于个体之外，个体以目的论的方式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与他产生有意义的关联（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１０２）。然而，伦
勃朗的作品展现了全新的命运观，命运对自我来说并不是对手，因为命
运，正如同死亡一样，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某种自然力量，它是自我内
在生命的展开。个体因此不会以英雄的姿态面对自己的命运，而是显
得被更为不确定的命运所裹挟。然而，不屈服的意志在与命运的缠绕
之中，成就了个体生命的意义。

１８．本雅明比较悲剧和悲哀地指出，只有悲剧是时间的完满（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ｉｍｅ）。悲剧英雄经历的
时间描述的是他所有行为和整个如同一个神奇的圆圈一样的生命存在（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２００３：

５６）。悲剧性的死亡可以说像是一种反讽的不朽，因为它拥有过度的确定性（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ｃｙ）。而死亡在哀悼剧中更显得哀伤而缺乏悲剧性，就是因为哀悼剧中的个体行
为完全丧失了确定感。

拥有这种意志能量的人，才是有个性的，因为他能切实感受到现代
世界里存在的孤独和偶然，而他能像尼采所言的精神贵族一样并不屈
从于这种偶然。他能真正面向死亡。齐美尔因此说，只有个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的人，才拥有永不停歇的意志，这样的人才渴望不朽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而其不朽的动机，来源于他能面向死亡。齐美尔借歌德
之口说道：不朽是精神贵族的特权。什么是精神贵族呢？他无法被比
较，并且独一无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ｉｑｕｅ）。只有“独
一无二的人才能充分而彻底地死去，因为他们的离去将改变世界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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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而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并不会产生这个效果，因为他们的一些根本品
质，并不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它在无数他者身上得到延续”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２：８３）。与尼采一样，齐美尔在个体和类存在之间划出了
距离。作为类存在的普通人的生命，不会面对死亡的问题，因为他们是
在代与代的继替中延续的，而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生命才是真正有限的。

当个体完全融入于类存在（ｓｐｅｃｉｅｓ）中时，它的逝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所以无从谈起死亡（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７７）。在初民社会或者不论个体价
值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死亡表现得漠然。因为当个体融入群体之中
时，他的生命在更深层意义上在群体中得到了延续。死亡只对独一无
二的个体有意义。１９能直面死亡的人，是真正的个体，他将不再是漂浮
在现代社会之中的陌生人。在齐美尔看来，这样的自我不是病态无力
的，它有深刻的伦理基础。

１９．齐美尔指出，歌德是一个特例。歌德试图在人类整体价值中找到永恒价值，而其价值的根
本在于其独特性。歌德一方面感受个体内部生命力的强大，而另一方面又焦灼于个体生命的
有限，使得内在的潜力无法充分地得以发挥。他试图在个体独特的行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之中探索
出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然而并不认为有一普遍的人性（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５：７８）。

五、个性的伦理意义

面向死亡，不仅给了生命超越有限存在的意志，而且它开启了一个
新的伦理基础。死亡凸显的是生命只存在一次，不可重复，是本体论上
的个体性（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０３）。在齐美尔看
来，这个特殊的、有限的生命存在恰恰在传统理性主义道德中被遮蔽
了。因为对康德来说，个体给自己立法，而能服从普遍法则的这部分自
我是理性精神的代表，它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体验。所以，承担道德使
命的自我只是理性的载体，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个体。因此，

才有感官的经验自我和理性的道德自我之间的对立（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

１０６）。道德使个体服从的一定不是他自然的愿望，这无疑是反对享乐
主义（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ｓｍ）的，后者将伦理等同于对快乐的追求。然而，在自
我作为道德主体与其现实存在之间有着根本的分裂。其存在的样态是
经验性的、特殊的、偶然的，而他服从道德的那部分是理性的、普遍的。

可以说，道德律法起作用的那部分自我，不是感官的、自我中心的，被偶
然性束缚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自我，而是理性的自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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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自我”（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１３）。为了解决这个根本矛盾，费希特
才会让经验层面的、孤单的自我最终进入并融合到纯粹自我之中，如果
让经验的自我仍然允许存在的话，道德便无从谈起。然而，“纯粹自我”

是普遍人性的代表，在其之中，个体之间的差异消失了。

２０．此处作者将Ｅｇｏｉｓｍｕｓ（英ｅｇｏｉｓｍ）译为“自我主义”，在三联版的中译本《生命直观》中译为
“利己主义”，为此编者专门再度请教旅美学者陆孜伟，他更倾向于译Ｅｇｏｉｓｍｕｓ为“利己主
义”，不过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与上次陆氏关于ｓｙｍｂｏｌ的译法（符号／象征）的建议一样，用
“自我主义／利己主义”来表示。———编者注

齐美尔探索的方向恰恰是将偶然的、经验自我作为新的伦理基础
的可能。他认为超越经验的自我并不一定就不是经验自我，它可能就
是那个现实中“独特的、孤独的并且对他者漠然的自我”（Ｓｉｍｍｅｌ，

２０１１：１１４）。同样，他并不认为与普遍理性相对立的具体的、感官的以
及特殊的经验就是恶。在感官经验与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感
官体验是很重要的人性组成部分。相反，齐美尔认为恶一样具有普遍
性。这涉及到如何来理解贬义的ｅｇｏｉｓｍ。齐美尔并不认为自我主义／

利己主义２０是脱离社会的以及只关心自己。相反，他认为这种恶是社
会性的，它是盲目的模仿，“自我主义／利己主义（ｅｇｏｉｓｍ）导向的个体追
求的 是 和 其 他 人 同 样 追 求 的 东 西，它 体 现 的 是 去 个 体 化
（ｄ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某种非人格的普遍性意图”（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

１１５）。在原子化的社会中，它体现为面目无从分别的，组成大众社会的
个体。在此意义上，成就道德的自我，就不再需要走康德所指出的途
径，即克服经验自我，回到最本真的纯粹自我的道路上，“而是在个体最
独特、最孤独的内在性中感受到某种召唤”（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１５）。它使
个体能够从“广泛的罪 （ｂｒｏａｄ　ｗａｙ　ｏｆ　ｓｉｎ）”中脱离并回到和自我独处
的状态之中。而罪之所以是广泛的，就因为它是一种更容易的生活方
式，是对所有人的诱惑。

齐美尔认为，扎根于这个偶然的、经验的自我，道德会比理性的道
德主义更具有客观性。道德理性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ｓｍ）假设每个人
对普遍义务了然于胸。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个体会成为他所是的那个
样子，而这个成为的过程不是意志按照某个目标来塑造的。而是生命
在它展开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只对这一个体有效的应然。如果把应然
（ｏｕｇｈｔ）看做一个生命历程的话，显然每个生命的展开皆遵循它成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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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的某种理想（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２５）。这是个性对生命的召唤，它
是伴随整体生命的展开而形成的。整体存在（ｅｎｔｉｒｅｔｙ）使生命超越了
具体片段的偶然性。它给了我们超越当下主观愿望的道德意识。这种
新的道德意识更有助于人格的统一，因为所有那些流动的生命片段和
感觉，当它们无法被纳入到理性视野之中时，它们就是在道德命令之外
的混乱的生命体验。康德严格的理性主义恰恰伴随对无法被理性图式
接纳的生命体验的无助感（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２５）。而在齐美尔的个性观
中，这些生命片段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成就了一个人格。齐美尔因
此批评道，在康德那里，个体只是对他的行为负责；义务是给定的，个体
必须完成或是不完成，然而义务的内容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个体不可
避免地要被退回到“纯粹自我”之中。伦理的义务不是去创造，而是服
从，尽管也避免了一定的危险和责任感。然而，在成就个性的伦理中，
自我不再是一个抽象过程，不再只是具体行为的一个抽象载体，自我在
生命中展开，它是整个生命的体现，它对每一个行为负责，它将行为结
合成有意义的整体。

所以，不再有普遍的道德法则，有的只是对这个特定个体有意义的命
令。它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道德理想，而来自于个体生命之内。而且，它
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被给定的，而是来自于个体的生命整体（ｌｉｆ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
展开。这是个性的道德要求，即成为你自己。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判断
任何行为，也不应用适合一切人的普遍法则去判断，行动只能置于这个独
一无二的个体生命形成的过程之中来看待（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０３）。

２１．齐美尔与韦伯间的思想联系向来不被社会学界所重视，即使相关的研究在近十年愈见增
多，但大部分都是关注齐美尔对韦伯方法论的影响和两者对现代性支配主观个体的评论，而
他们思想中较为深层的“反社会学”，以及关于个体主义和个体伦理的哲学，则甚少为学者们
所着墨（Ａｒｔｈｕｒ，１９７０：１７６，２７５，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１：ｘｌｖ，Ｆａｕｇｈｔ，１９８６：４２－６０）。

２２．“‘死亡是否一个有意义的现象？’他的答案是：对现代人来说－否，这是因为现代化的个
体生命在一直处于过程和无限之中，永远无法找到终极的一点，并以此作为生命的终结。”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６８）

个性能否是一个道德要求？韦伯是齐美尔的同时代人。２１在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的演讲中，韦伯谈到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改
变了人对自然时间的感知。他援引托尔斯泰关于死亡意义的问题，２２

认为死亡很难对现代人有意义，因为它不再是我们身心成熟衰老之后
的一个自然终点。死亡凸显的只是个体生命的有限，以及使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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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限进步的“文明”世界时感受到的无助和焦虑。意义或者价值问
题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产生的，即如何在自己此生从事的短暂而对未
来微不足道的事业中找到意义。这与齐美尔提出的问题相类似。２３然
而在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的演讲２４中，韦伯把齐美尔的个性观形容为“一
种为了生命内部的承托而没有结果的亢奋（ｓｔｅｒｉｌ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５……
而不论这激情有多纯粹和由衷，只有激情并不足够”（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

１９３）。２６显然，齐美尔的个性观与韦伯在两篇有关志业的演讲中提到的
去“人格化“的要求，首先要持有对“事”的激情（李猛，２０１８），显得格格不入。

２３．王小章（２００３）把齐美尔和韦伯对现代性的研究形容为诊断，而他们各自发展出个性论和
人格论的走向则是现代性的治疗学。

２４．编者注意到，本文作者对前面提到韦伯著名的两篇文献（国内已有中译本《学术与政治》）
的译名似有存疑，有意回避了“以学术为业”及“以政治为业”的现成译法，而用“科学为业”“政
治为业”的表述。为避免误解，编者在相关的地方特意用韦伯的原文———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来代替。经与旅美韦伯研究专家陆孜伟、傅铿等同仁的讨论，他
们觉得用“以……为天职”来翻译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或者ａｓ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的德语和英语，意思虽然都有英
德语词中含有的“职业、天职、天命、神召”等意思，不过，问题在于因为中国人没有上帝的概
念，缺乏对神学的理解，无法想象“天职”的内涵，故觉得此种翻译太宗教化，陆孜伟建议用“作
为志业”的译法最恰当，虽然这与台湾学者钱永祥的译法颇为接近，但还是认为“一种志业”的
“一种”，似乎显得多余。———编者注

２５．关于德语“ｓｔｅｒｉｌｅ　Ａｕｆｇｅｒｅｇｔｈｅｉｔ”（对应的英文为ｓｔｅｒｉｌ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的译法问题。三联版译
作“无生育力的亢奋”，台湾钱永祥先生译为“没有结果的亢奋”；旅美学者陆孜伟认为拟译作
“不结果实的亢奋”。该词虽然为韦伯引用自齐美尔，用以揶揄当时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激
进的青年革命者，不过Ｒｏｎａｌｄ　Ｓｐｅｉｒｓ英译本的注释表明该词最先由歌德使用，以嘲讽当时法
国革命者。总之，该词并不能表明韦伯与齐美尔两人间的分歧。———编者注

２６．韦伯认为，齐美尔这种纯粹的生命体验曲解了“客观认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中的
逻辑性，更为直接地指出齐美尔的心理分析并非科学家所用的客观研究方法（Ｎｅｄｅｌｍａｎｎ，

１９９４：８５－１００）。另一方面内德尔曼的观点相当新颖，他认为韦伯对齐美尔思想的一系列赞
扬亦是对他最大的批评，因为韦伯的评语倾向凸显了齐美尔思想中的心理分析（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和微妙的观察（ｓｕｂｔｌ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这更像对一个艺术家的赞扬，却不适用于
一个科学家（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０－８１：７６－８１）。莱文指出，韦伯写作经济与社会时对齐美尔的批评
更加激烈。他著有“齐美尔作为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家和理论家”（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ａｌｓ　Ｓｏｉｏｌｏｇ
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ｋｅｒ　ｄｅｒ　Ｇｅｌ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一文，但是因为担心影响齐美尔教职而一直没有发表
（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０－８１：７６－８１）。

２７．浪漫主义的人格理念是有机的、整体的，强调由内向外的自然生长，以对抗受非人格、普
遍科学法则支配的世界，关于这一理念，可参见Ｂｅｉｓｅｒ（２００３：８８－１０５）。

对韦伯来说，死亡的意义问题，无法通过塑造人格或者个性来解
决，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人格培养（Ｂｉｌｄｕｎｇ）理念，意味着脱离或是逃
避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且受官僚制支配的世界。２７在韦伯的时代，对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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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执着尤其属于动荡德意志中成年的一代人。人格成为一种和每
个人所经历的世界及所从事的工作首先要区分开来的东西（韦伯，

２０１３：４８６；田耕，２０１８：１６２）。所以，在韦伯那里，人格和个性是情感性
的、有机的，是未受理性主义反思检视过的概念的残余。韦伯在批评罗
雪的方法论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不能把某种难以言明的形而上的民族
整体特质看做人格化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具有一种稳定的形而上的
灵魂，它在现实世界里的表现无非就是这种灵魂气质的外化（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２：１７）。同样，韦伯也批评克尼斯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人格化的个
体作为历史对象，个体的行动因此显得像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外化
（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２：３１）。人格的问题正是因为它的统一暗示了一套既有的
伦理观点让个体来达到，但同时这种思维并无为这种伦理的起源作解
释，纯粹不负责任地诉诸形而上的统一。在韦伯看来，这是对伦理尊严
的一种践踏。因此，韦伯才提出必须有去人格化的对“事“的激情才能
够成就生命的意义。

２８．王楠（２０１８：１５５－１７９）的文章提醒读者，韦伯伦理教育的终点，并非理智化带来的价值中
立，而是在面对不堪的世界时，仍能成为心志与理智兼包的“平常”英雄，不虚无、不悲观。

韦伯在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的演讲中，提到“事”（Ｓａｃｈｅ）和对于一项
“不脱离实际的”事业之热切的献身（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Ｈｉｎｇａｂｅ）（韦伯，

２０１３：６８）。对“事”的激情，就是放弃在其中找到立刻实现自我的期许。
激情真正能提供的，是促使个体对心中崇高的理想毫无保留地追随的
能力，然而要追随的目标必然要在理性层面上是合理和踏实的，否则这
种激情是将是“没有结果的亢奋”。所以，对“事”的激情会引发出责任
感和纪律，像北斗星之于探险家般，持续地带领他每一个行动（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８：１９３）。以理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手段时，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诠释为
个体带来的不仅是清明，更是价值选择的自由，因为个体观念将有能力
触及其自身生命经验以外的面向。在面对客观世界时，个体甚至有机
会接触到使其难受的真相（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ａｃｔｓ），但对韦伯来说，这样代
表了个体能诚实面对自我的价值。真正驱动生命的能量必然是受过理
智的挑战才诞生的，而非尼采式纯粹感性层面上的力量；他指出，在这
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两极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相成：这
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真诚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
人”（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２０５－２０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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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事”的激情，正如同理智的清明，并不能回答终极意义的
问题。医生从科学得到的是拯救生命的技术，而对于这技术的肯定，这
是科学本身无法解答的，因为涉及了延续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就是无条
件的善，所以个体行动的终极力量在科学或者理性之外。韦伯也认为，
当个体只在理智层面思索责任时，他只是把自身的纪律作为终点，他没
有向生命内部探索，“这样的生命是无意义的”（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２００）。他
反对所谓的“非价值默认的科学”，因为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必然有其价
值基础（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５０）。而在究竟是什么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终极意
义这一点上，韦伯似乎又回到了个体的立场。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
引用老穆勒的话说，“当人完全依靠经验时，世间将会是多神论的场所”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４４）。价值多神论是现代人必然面对的处境，有人会从
这多元价值的碰撞中逃避出来，在韦伯看来，这是最不得要领的虚假伦
理，因为他们并不为自我立法，是欠缺心志伦理的个体。韦伯认同的是
个体必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神”。“不论是善神抑或魔神，都请你跟随
衪”，因为祂会推动你前进，即使这会冒犯到此外其他的神（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８：４７）。可以说，找到自己命运的守护神，也就坚定了最根本的价
值，在这一立场上，韦伯反而和提倡人格说的齐美尔非常接近。２９

２９．莱文（１９８２）论及韦伯思想中理智在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参与，实际上与齐美尔的主观
个体和客观现实之差有所呼应，并构成了辩证现代性的核心主旨。前者的论证强调现代化和
理性化的过程，后者则试捕捉现代社会中，个体对现代性的体验。王小章（２００３：７、２００４：３５－
３６）亦提到，即使两人展开的思想路向不一，但在现代化中留有“一定程度的肤浅”必然是成就
个体自我的方法。

３０．浪漫主义主张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存在。但对齐美尔来说，与众不同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是它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他的追求。它追求的是植根于自我而生成的性格。从
此人格条件出发，每个人的伦理行为都有质的不同，但和普遍法则的原则并不冲突。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探寻齐美尔个性论基础的话，就会发现它并
不是建立在韦伯批评的有机人格之上的。齐美尔认为，个性是一个“整
全的”人格（ｗｈｏ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然而这里的“整全”指的并不是有机统一，
这是齐美尔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地方。３０它同时包含了与别人可比较与
不可比较的部分，并非去掉了与别人共享的那部分之外的剩余。在个
性的中间层，是可以比较的区间，这是我们和他人共享的那部分人性和
道德感。然而，在个性最深层，是最不可比较的那部分，是只存在一次
的那部分（ｗｈｉｃｈ　ｅｘｉｓｔ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ｃｅ）。它也是将生命整体组织起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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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所在，恰恰是那一个体最深层的、在本质上无法和他人共享的、
也不能向他人启示的孤独状态（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４７）这个核心，才是生
命遵循的理想。但是，它并不像韦伯批评的人格论那样，是一个恒定的
暧昧不明的内核从内向外地规定我们行为的特质。恰恰相反，它不是
事先给定的，也不是靠理性能把握的，而必须伴随生命历程的展开才能
够显现。它像是一种神秘的理念，“每个人靠着他的守护天使（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ｇｅｌ）或是天才（ｇｅｎｉｕｓ）指引他渡过一个又一个情景，那是他的生命理
想”（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３０）。不过它预示的并不是神秘主义的存在，恰恰
相反，它与韦伯秉持的延迟个人期许的实现而等待命运之神的召唤这
样一种价值理念倒是有几分类似。
同样，和韦伯一样，齐美尔认为，个性是伦理的要求而并非只是情

感的愿望，这主要在于它是对日常的要求。这意味着个体在每刻的当
下都要按照自我伦理行动，自我伦理才能够成立，这是比康德式的道德
指示更为艰难的地方。对韦伯而言，“科学如何为其本身”，学者必须理
智地承担着当下一个又一个看似无意义和无个性的科学劳动，因为当
个体能全心全意地为当下的工作奉献，他才能成就对于科学的确信。
这个日常是毫无特色的，艰苦而乏味的。对此，韦伯援引歌德作例子：
“就艺术而言，即使一个拥有歌德人格高度般的人，企图将自身的日常
变为艺术，也是有害的。”（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８：６５）也就是说，个体必须放弃将
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的奢望，那不仅是毫无节制的自我意识的耽溺，
而且即便对像歌德那样知道如何平衡自我与世界的完美人格，这么做
也是极端危险的。只有能承受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无意义的人，才是有
责任的人，意义才会对他展现。
而个性的道德要求，在齐美尔看来，同样是诉诸日常的。只不过这

个日常不仅是乏味的，它还是时间的展开，是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他
说，个性是与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Ｅｇｏｉｓｍ）、主观主义（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不相容的。因为遵从自己生命的内在声音，并不等于遵循自己的主观
意愿，它丝毫不会使道德变得更容易。当自我并不只是遵从一些既成
的道德原则，比如自律、帮助他人以及爱国等等，而是在能听见自己命
运召唤的时候，它才能更进一步地拥有持续的道德力量，“它指向的不
是外在的价值……而是生命之泉涌动的内在节奏；它是我们称其为行
动的底色，它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思索之中，在注视和言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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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喜和悲伤之中，甚至在无名的日子之中”（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０９）。
因此，个性需要的不是信念的跳跃（ｌｅａｐ），而是持续的生活节奏。

这才是歌德所说的，日常的命令（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它使任何形式
的妥协都变得更不可能。如果，道德的审判只是基于单个的行为的话，
那么有些微小的罪恶在考虑它的后果之后也许是可以原谅的。然而，
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颇具分量，它们有可能将
我们人生引向另一个方向，从而使人生的整体图景变得不一样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１：１５１）。这意味着，我们渡过每一个时刻，都伴随着某种
惶恐和敬畏。日常的命令并不是日常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而
是一步步引导我们的指令，虽然在下一步真正到来之前，它像黑夜一
般，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日常是不间断的，是持续的过程，它不再是某
一个道德行为。这是一种柔软的绝对性（ｓｕｐｐｌ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只有对
生命有整体感而不只是片段体验的个体，才能具备这种道德能力。

六、结论

在《塞尚的怀疑》一文中，梅洛－庞蒂探讨了塞尚的风格和他的生命
之间的关系。塞尚的一生充满了挣扎、不满和怀疑。当读到巴尔扎克
创作的画家Ｆｒｅｎｈｏｆｅｒ死后，他的亲友打开他珍藏的最重要的画作，
发现那不过是一面墙上混乱的色彩和莫名的线条，塞尚感动地留下了
眼泪，坦陈他自己就是Ｆｒｅｎｈｏｆｅｒ。梅洛－庞蒂说，塞尚是因为感受到
了创作的艰辛———即像第一个人开口说话，而不只是文化的沿袭
者———才有了这种深深的认同。而创作意味着人能够回到“寂静而孤
独的体验的源头，也是所有文化和理念的交流得以建立并被习得的基
础”（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９３：６９），能像人第一次开口说话那般，那可能就
是一声叫喊，我们无法知晓它是否会对创作者本人的未来留下任何意
义，也不知道它对他人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真正的创作，因为它的源
头在个体生命之中，而它的意义无法被立刻捕捉，因为它不来自于事物
本身，更不来自于创作者的意愿。而塞尚一生的焦灼就是如何找到第
一个词语，当他深感自己渺小无助的时候，他却又希望能像上帝一样，
用一个视角将世界改变，将世界如何触动我们的体验尽悉网罗。在梅
洛－庞蒂看来，塞尚全部的挣扎就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光学，
“那是一个逻辑的视野，在此视野之中没有任何荒谬的成分“（Ｍｅｒｌ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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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ｎｔｙ，１９９３：６３）。
找到第一个词语，像人第一次开口说话，打破一个单纯的文化沿袭

者的封闭，这都可以用来印证齐美尔所说的个性观，即回到个体存在的
原初状态，找到自己的生命法则。那么，这是否正如同卢卡奇所言，从
根本上毁灭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意义？因为它把个体存在的孤独状态

体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Ｌｕｋáｃｓ，１９８１：４４９）。对传统的马克思主
义“社会性”的回归，使卢卡奇体察到个体主义有可能消解一切从社会
意义上革命或改良人类现有处境的可能，它抵达的终点将是外部世界
的虚无和个体精神性的无限延展。从尼采到齐美尔，卢卡奇看到的是
个体主义的生发，是英雄式的消极主义（ｈｅｒｏｉｃ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即对个体
自我的沉醉，浸染于对人类文明“悲剧性”的体验之中，默认了外部世界
的虚无。可以说，卢卡奇在齐美尔的个性观中看到的是相对主义的极
端化和某种终极价值的缺失。

３１．正如 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８２：３４５）所言，歌德认为无止尽地对自我的分析是现代社会的病态，所
以他鄙视忏悔录式的自传，认为它们最后传达的一定是自怜自爱的感伤，而那是诗人最不该
做的。诗人的任务是用自己的才华让生命获得更多安慰、提升和丰富。

卢卡奇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对以整个德国现代思想中贯穿的精神无

限性的追求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从齐美尔的个性论出发是否能够找
到一条线索来解释个体和世界的并存，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论述。
然而，我们能否仅仅依据卢卡奇、韦伯以及其他批评者的看法认为齐美
尔思想过于主观主义而对终极价值层面的问题缺乏有力的回应？通过

对齐美尔个性观的讨论，我们不仅看到了个体主义的历史情境，同样也
看到个体作为一种伦理生活的可能。这是齐美尔严肃努力的方向。他
继承的是歌德－尼采这—脉络的传统。对歌德来说，个体的成长体现
的是世界万物生长的普遍能量。所以研究个体和研究世界同样重要。
歌德和尼采一样，反对一切纯粹向内的探索灵魂的方式，因为它们导向
的是对自我的崇拜。３１因此，他们所言的个体生命之展开并不是自我精
神的外化。严格来说，展开（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不是描述这个过程的最合适的
词语，因为它预示着有一个核心的本质，展开不过是它的外化，是抵达
一个特定的状态。而歌德更愿意把这个过程看成是逐渐的清晰化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８２：３６５），也就是说，生命从它原初的无
法言喻之偶然（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ｏｃｃｕｒｅｎｃｅ），通过“守护神的游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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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　ｏｆ　ｄａｅｍｏｎ）”，变得越来越明确（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这就是齐美尔所说
的，每个人靠着他的守护天使或是天才找到他的生命理想。
最后，这个生命理想，或者说个性，对应的是生命的整体，它需要的

是严格的努力，并不会让每个当下的日常闪光。所以，梅洛－庞蒂才说，
创作者的个性只展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创作者的光芒也许会不时地在
画作中闪现，然而，塞尚他自己却从不在作品的中心。“十天中有九天，
画家看到他周围的都是可怜的生活和惨淡的尝试，一些不知从何而起
的庆典的废墟。”（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８２：７５）所以，他才会不断怀疑自己的
努力，也因此，他从未停止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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